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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凭藉对大时代背景下的国家民族与人文世界所面临的大问题地思考，构

成了理解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转型整体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鲁迅、梁漱溟、陈寅恪、李大钊等为

代表的中国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社会瘫痪、人心困顿与士风之变”[1]的艰难中，

殚精竭虑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问题并开创了“现代中国的新知识范型”[2]。而费孝通先生的

老师与费先生所代表的两代中国知识分子，正是在对第一代知识分子的治学精神与思想主轴地承继

中，以推陈出新的理论思维和立足中国之“实”的实践探索，有力地回应着时代变革中面对世界的中国

现代化发展路向与“文化主体性”[3]问题。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需要接过几代知识分子“负重任而走远

道”的接力棒，在今天全球化乃至“后全球化”的逆流中，迎面全球性“思维失效”的进退维谷，肩负起中

国从“地方”走向“世界”的担当[4]，这场既要承继又需创新地知识分子接力的基石是什么？以费孝通先

负 重 任 而 走 远 道

—— 费 孝 通 先 生 的 治 学 精 神 与 思 想 启 迪

汪 丹

内容提要 身处全球化乃至“后全球化”逆流之中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不仅需要接过前辈知识分子“负

重任而走远道”的接力棒，而且要迎面全球性“思维失效”的进退维谷，肩负起中国社会科学从“地方”走向

“世界”的担当。以江村研究为线索，追溯费孝通先生由青年成长为具有世界前瞻力的大师的历程，可以看

到费先生接续承继了近世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学以致用”的精神世界立足点和“负重任而走远道”的思想主

轴，并在“亲师取友”的知识分子生存环境中获得了“从实求知”、“志在富民”地持续不懈“行行重行行”的源

动力。这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地接力与成长带来了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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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江村研究为线索，追溯费先生由青年成长为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立足点与源动力，能为当代中国

新知识分子群体的接力与成长带来启迪。

一、开悟与立志：“费孝通问题”的立足点

“为学之道，必本于思”，有质量地思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仰赖于有效地发问做指引和能将发散思

维融汇合一的立足点。这一立足点，即是理论思维的起点，其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而理论创新的

过程可视为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费孝通先生治学精神与旺盛学术生命

力的重要体现，就在于费先生总是能够直面社会转型之大问题地挑战来思考，并在中国与世界的联系

及其变迁进程中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

尽管费先生一生学术研究的问题不断地发生转换，但其从未偏离一以贯之的核心问题，后辈学者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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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前半叶，中国思想的主流一直是围绕着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而发展的，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

一生都被困在有关中西文化的争论之中，我们所熟悉的梁漱溟、陈寅恪、钱穆先生都在其中[1]。费先生

正是在这一影响中成长起来的，他早年接受的是与中国传统并未完全隔绝的新式教育，而其青年时代

又负笈英伦接受了当时最为严格的西方现代学术训练，因此从知识结构上来说，费先生是从旧时代里

走出来的“新知识分子”。

1930 年 20 岁的费孝通来到北京读书，是费先生一生变化的界石，从这时起费先生开始了以研究

人文世界为主要目标的学术方向[2]。那时的中国处在中西文化接触、碰撞的时期，当时中国的知识分

子普遍耽心于西方现代化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费先生正是在这样的“时势”中，从东吴大学

转学来到北京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学习，在学术论战及思想交流与交锋的学术空气空前活跃的燕京

大学，费先生结识了其学术前行道路上的众多良师益友，特别是在吴文藻老师的引领下走上了“到实

地去”认识中国社会的学术之路。

费先生的老师这一代人如顾颉刚、吴文藻、潘光旦、冯友兰等一代人所开拓的精神，强调社会科学

应该在指导社会文化变迁中发挥指导的作用。他们普遍追求真理、热爱科学，反对学术界不动思想、

轻易信人和人云亦云的风气；他们抛却了“科学即是已存在的知识”的陈见，具备一股不断追求知识实܀备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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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化进入中国传统农村文化的过程，以及中国农民在现代文化传播接触中已无法维持原有生活

方式所出现的种种问题[1]。与同学益友的志趣关怀相近，费先生的江村研究与增进也在与同一个时代

中的人物的交往中，彼此切磋砥砺充满着学术的生命力。

综上来说，青年费先生的“开悟”和研究方法的确立以及“费孝通问题”的立足点，不仅是其所处时

代和所栖居的人文世界的产物，更得益于近世中国三代知识分子共同筑就的“亲师取友”的学术共同

体与强调“学以致用”和“负重任而走远道”的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作为新知识分子，费先生在“亲师

取友”的共同体中培育了运用知识去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学以致用”的人生态度，习得了走进中国社

会的基层社区和投身于改善中国农民生活的“到实地去”的研究方法，也自此以“费孝通问题”的追问

为导引，走上了一条在波折的人生际遇里不忘初心的“负重任而走远道”的人生道路。

二、从实求知、志在富民：“行行重行行”的源动力

费先生所经历的中国社会特别是社会制度始终处在激烈变动之中，费先生学问人生的每一阶段

所处的历史情境、“时势”要求、人生际遇及需直面解决的社会问题都具有高度的差异性。但费先生始

终坚持“到实地去”理解基层社会生活现实，在“行行重行行”中追问、反思、验证、超越与再追问、再反

思、再验证、再超越的交替往复中贯彻“从实求知”的学习方法与学术研究路径。

费先生总结自己多年来的一条基本思考路线是：“江村经济——行行重行行——文化自觉——天

下大同”，并将其学术生涯总结为两个二十年，1930年至1949年是第一个二十年，1980年至1999年是

第二个二十年，而后辈学者认为 1999 年至 2005 年费先生辞世是费先生的“第三次学术生命”[2]。自

1957 年-2002 年费先生回访江村共计二十六次，1987 年费先生三访江村后开启了“行行重行行”的脚

步，并在其第二次学术生命来临时由关注中国农民的贫困问题转向探求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问题。

“行行重行行”不是简单意义的多次往返，其对研究者的实践与反思能力有着很高的要求，它要求研究

者充分尊重和认识社会生活中的民众智慧与“常理常情”，并能够就社会生活现实的变动不居有着更

高层次的理解和反思。费先生一次次的重返江村，试图追问的是，在时代变迁的洪流中，一轮轮的现

代性来了，而我们基于的乡土性又发生了什么变化？正是以持续七十年跟踪式地参与观察得来的“江

村经验”作为“参考体系”，费先生聚焦中国城乡发展道路的命题提出了一系列紧追时代的战略设想。

费先生在其学术生命的第一个二十年，所关注的是如何认识和解决中国农民的饥饿问题，其在

《江村经济》的结论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农民贫困问题的根源一是土地制度不合理，二是人口的不断增

长，三是外来势力和西方新技术的竞争加剧了农民陷入极其贫困的境地。而在一个人口众多，土地有

限的国家里，要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重点应当放在发展乡村工业上。

费先生的第二次学术生命伴随的是中国有史以来发展得最快的时期，怎样把农村中潜在的巨大

的剩余劳动力转化成生产力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1981年费先生三访江村，

步

步
步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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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镇复兴，费先生注意到家乡吴江县各个集镇上的人口无不在迅速增加，而正是在追问集镇的兴旺

的原因时，他看到了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发展。乡镇企业的发展，必须具备劳动力、资金、原料、市场、

技术和管理等条件，这些条件多依靠外力驱动，因此费先生决定从吴江县开始，自江村更上一层楼进

入“小城镇”的调查。费先生的小城镇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江村调查的延伸、扩大，小城镇调

查研究是农村调查的新开拓、新高度”[1]。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城镇化步伐加快，乡镇企业崛起与农民流动成为了不容忽视的工

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推动力量。费先生认为“乡镇工业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我把它称为草根工业”。

“草根工业”的出现促使费先生认识到，中国在发展经济道路上的一种崭新的特点：中国社会的工业化

是在农业集体繁荣的基础上发生、发展的，而且又促进了农业的繁荣和发展，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

是一条独立自主的、从中国实际出发的、为广大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它的具体步骤和

形式不可能完全雷同于任何时代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它必然有它特殊的形式[2]。1984 年费先生走

出苏南，进入苏北调查，看到了两地发展上的差距，进而走出江苏省在温州考察时提出了“发展模式”

的概念，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的路子”。自此费先生一路走边

区从内蒙古西行宁夏、甘肃，1991年走进西南山区；另一路走沿海各省，从浙江、福建、广州到香港，合

纵连横“下活全国一盘棋”。

费先生研究小城镇、城乡关系和区域发展、边区开发与现代化，支持乡镇企业改制和私营、民营企

业发展，提出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

经济区、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经济区等经济区域的建设思路，并从中看到了更能将中国地方性知识和

文化传统同现代化进程有效结合的“因地制宜，不同模式”的“内发型发展”道路。在对不同发展“模

式”的分析中，费先生以“全国一盘棋”的眼光，注重各地特色，将不平衡、差异性、历史性与多样性统合

到实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这一目标中去，即充分尊重基层民众文化习惯、生活方式和创造能力，而不

强行移植各种现代化模式。临近上世纪九十年代，费先生认为扎根于乡土的工业以及中国乡镇企业

已经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并可以用这种模式“接受世界性的、现代化的挑战”。然而，在二十世纪的最

后十年，全球化浪潮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来势汹汹席卷而来，不仅离地的农民越来越多，失地的农

民也越来越多，而且失地后的农民所赖以为生的生存技能和生活方式也失去了凭依，传统虽然存在但

却不再有效了。

半个多世纪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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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端的一环，嵌在‘乡村-大小城市（镇）-通上大埠-世界’的体系中，这不仅加剧了中国农民的饥饿与

贫困问题，而且引发了中国社会贫而更贫与生产能力根本丧失的危机”[1]。费先生的江村调查亦致力

于说明当时“中国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2]，他从传统的养蚕业到现代丝织业，关注工

业下乡的年代，如何才能让当地农民翻身，并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本身的内在理路——农工混合

的乡土经济——出发，去探讨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向现代转化的可行道路。

费先生的江村研究和此后对中国城乡发展道路的研究均由经济变革问题作为研究入手点，通过

考察新的知识观念在乡村中的实践来看思想与社会的对话关系，进而讨论中国人在走向工业化和现

代化的道路中的主体性与创造性的大问题。这一研究取向和其背后的方法论要追溯到费先生的老师

们对其地指导和影响。吴文藻先生可以说是费先生的启蒙老师，他引领费先生踏进了人类学的大

门。吴文藻先生为倡导“社会学中国化”在20世纪30年代综合比较了法国、美国、德国、英国社会学人

类学前沿的基础上，最终选择了以英国社会人类学功能理论作为理论主体，以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社区

研究为主要方法开创中国社会学的新时代。英国文化功能学派代表马林诺夫斯基教授是费先生的博

士导师，功能学派以文化结构为研究对象，不仅注重文化的整体性而且将文化密切地和人的生活挂

钩，注重实地工作，强调不能离开研究对象的所在地进行推考。此外，潘光旦、史禄国和钱穆、梁漱溟、

陈寅恪的思想都启迪并影响着费先生学术思想的成长。得益于老师们的思想启迪，费先生将芝加哥

学派代表人物派克提倡的 life history 研究与乡村社区研究相结合[3]，继承和发展了社会人类学中国化

与文化功能论思想，始终坚持实地调查，深入到社会生活实际中获取知识。

费先生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说到底是研究者所接触的社会变动的反映，只有实事求是得来

的知识，才能成为促进人们生活的知识，而其总结自己思想的发展脉络时说，我这一个人求知的经过，都

是从实际生活中得到知识的经过，看书、看人、看社会，自己身体力行的只有四个字——“从实求知”[4]。

从这层意义上说，工业下乡、发展乡镇企业、小城镇人口蓄水池等主张都不是费先生的创造，也不是理

论推论出来的结果，而是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事实和中国农民群众在实际生活中自己的创造。尽管如

此，要在理解和辨识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实际时，敏锐的在实地里发现问题，并能在社会组织中看出

各部分地位的轻重和搭配间的微妙，轻重之间，微妙之处，全在研究者在观察时的权衡体会[5]。

研究者面对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实际，总能获得正确的权衡与深切的体会，实则是一种基于本土

“从实求知”的能力，这不仅需要研究者在实地里时时修正，刻刻校核，又离不开研究者对“从实求知”

这套认知架构内涵的知识底蕴进行理解、反思与建设的过程。因为任何变迁过程必定是一种综合体，

涵盖了研究者对过去的经验、目前的形势的了解以及对未来结果的期望。但过去的经验并不总是过

去实事的真实写照，因为过去的实事，经过记忆的选择已经起了变化；目前的形势也不总是能得到准

确的理解，因为它吸引注意力的程度常受到利害关系的影响；未来的结果不会总是像人们所期望的那

样，因为它是希望和努力以外的其他许多力量的产物[6]。而费先生从不受困和依赖“习惯于”的方法去

从事学术思考和学术研究，总是在“行行重行行”中不断论证，从而力求在面对新的问题时能做出深刻而

贴切地反映。这种求真务实的治学方法背后的源动力，既与费先生“亲师取友”的师生共同体中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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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方法论的相互启发有关，又根源于近世以来几代知识分子所践行的“志在富民”的理想信念地支撑。

三、负重任而走远道：新知识分子群体的接力

近世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为国人提供了了解世界、认识自我的必要视野和必须工具，但当产生

于西方经验之上的现代社会科学被移用到中国现实中来的时候，也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认同埋

下了焦虑的根源。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仅深陷于“现代性认同焦虑”又遭遇到全球性“思维失效”进

退维谷的艰难困境。面对西方文化，开辟未来世界文化时，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能承继的思想基石是

什么？回溯前文对费先生的生命历程和思想脉络的梳理，可以看到费先生接续承继了近世以来中国

知识分子“学以致用”的精神世界立足点和“负重任而走远道”的思想主轴，并在“亲师取友”的学术共

同体中汲取养分，在注重青年知识分子思想成长的生存环境中获得了“从实求知”、“志在富民”地持续

不懈“行行重行行”的源动力。

费先生是民国时期成长起来的中国第三代现代知识分子，其在晚年时对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

能力与成长寄托着深切的期望。费先生认为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首先应是“继承了中国优秀传统的

现代知识分子，具备通过吸收新的知识来把传统精神贯彻出来”[1]的能力，并应在“行行重行行”中去发

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民众自身的主体性与创造性，进而将其回归到知识分子的自觉与主体性上去

倡导。在费先生学问人生的最后几年里，其忧思的是中国社会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趋势中的地位的

再认识，以及在全球化和现代化新情境中不同社群、国族之间如何实现“美美与共”的问题。费先生将

中国文化置于关乎人类命运的大问题下进行反思和再认识，指出“现代化应是一个‘文化自觉’的过

程, 即人类（包括学术人）从相互交往中获得对自己和‘异已’的认识, 创造文化上的兼容并蓄、和平共

处的局面的过程”[2]。这是费先生为我们预见的全球时代的世界图景与社会新图景及社会生活秩序的

新需要，而为了能够跟上这样的时代步伐回应复杂多变又不确定的新问题，费先生呼唤在新一代中能

够出现懂得当“孔子”的人[3]。

费先生呼唤的新孔子应是能够在纵横捭阖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国家纷争中，在前所未有

的文化、文明的新互动情境与沟通需求中，思考世界需要什么样的配套秩序和游戏规则来保证世界免

于疯狂，来为从全世界看“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国与国之间怎样相处的问题”[4]找到“和平共存共荣”

的办法，并在新的世界秩序构建中保证每一个人安稳生活的意义。这位孔子还要善于研究发生在周

围的变化，然而，今天的世界形势已经走在了我们思想的前面。全球化每天都在实现世界的内部化，

但是全球化是否能够自动发展出一种合理的世界秩序？或者，全球化自动形成的世界秩序是否会是

一种共在秩序？是否能够形成普遍接受的共同生活？这是不容乐观的问题[5]。

当下的中国正经历着前无古人的新的实践，但我们对真正认识这个实践尚未做好应有的准备，就

不得不接过前辈知识分子的接力棒，上下求索超越困境的道路。当代中国的青年后学与知识分子将

如何传承和发扬以费先生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如何接过老一辈学者托付的接力棒？

我们的学习与创造性转化首先需要机智巧妙地建立在“旧的基础”上，这意С

+°Dó+°Dó+°Dó+°Dó+°Dó

+°Dó

+°Dó



负 重 任 而 走 远 道

2017/2 江苏社会科学· ·

“重返”中就能链接起一条“既能知晓来路，又能预见一个比较清晰的进路”的未曾断裂过的学术脉络

与知识体系。我们实际上是在诸多“断层”中，探寻传承与创造性转化的内在理路。

首先，我们和大师之间是断层的，我们知识体系的习得更多的受到西方影响但我们却不具备如费

先生那代人的清醒认识与反思能力。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以 1949 年作为中界，以五四和文革为历

史中轴，总共有六代知识分子[1]。晚清一代、费先生的老师们代表的“五四一代”及费先生代表的“后五

四一代”可被视为民国时期成长起来的“前三代”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1950年代的大学生即“30后”

这一代学人，“文革”时期的大学生与中学生即“40 后”、“50 后”、“60 后”这一代学人以及“70 后”“80
后”这一代跨世纪的青年后学，构成了在知识结构、精神气质及整体素质上与前三代知识分子有很大

“断层”的后三代知识分子[2]。后三代知识分子相较前三代知识分子，在知识结构上不仅“先天不足”而

且打下的多是“西学”的基础，远不及前三代知识分子“中西一贯”的知识底蕴。

其次，我们在精神气质与整体素质上也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缺憾”。近世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

思想方式与问题意识与特地历史条件下的人文世界大环境在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立志自觉，体现在

对“学以致用”传统的承继。费先生将“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为社会改革服务”贯彻在其一生的学术工

作之中没有动摇过，因此其才能“一直在看书、看人、看社会，时时在思考、处处皆田野”，为解决中国社

会变迁进程中不断遭遇到的复杂多变的新问题，不断更新自身的认知与知识体系。相较前辈学者，我

们远未在个人与社会历史中建立起有机的联系；我们对“从实求知”的理解和践行还远不深入，与基层

社会生活现实间是有距离的；我们似乎总在既有学术评价标准与绩效考核的追赶中拼命“跑步”，而忘

记在“散步中”在“行行重行行”的脚步中才能更好地思考；我们的身上还背负着“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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